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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扎什·茹绕 (Buzás Zsuzsa)

科达伊·佐尔坦（Kodály Zoltán）
在21世纪教授音乐的方法

匈牙利音乐教育以科达伊·佐尔坦（Kodály  Zoltán）世界著名的教学方法为基

础。除了音乐技巧的集约发展，科达伊的知识遗产也影响了个性发展和整体学习

表现。近年来，音乐教育学，心理学和神经学领域的许多研究项目的主题是以音

乐教学的潜在发展效应以及学校合唱演唱的转移效应研究。互联网时代与以前的

学生群体相比具有哪些不同的习惯。如今，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引进到音乐教

学工具中，在音乐教育领域学生的音乐技巧以技术为基础的测试已成为主要的特

征。在线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多地了解学生的音乐能力，以及积极，促进快乐音乐

活动的发展效果。

关键词：科达伊概念、音乐素养、测量-评级、数字技术

引言

基于科达伊思想基础的匈牙利音乐教育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认可。由科达伊·佐

尔坦及其门徒开发的音乐教学方法已成功应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每年都有众多

外国音乐教师和学生来匈牙利学习和研究它。证明科达伊概念的成就是，2017
年，他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良好实践清单，该机构负责注册定

为在国际上值得被传播并具有典范价值的方法。

布扎什·茹绕博士（Dr. Buzás Zsuzsa PhD）音乐学院讲师，瑙伊曼·

亚诺什（Neumann János）大学（buzas.zsuzsa@pk.uni-neumann.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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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伊的想法遵循着古希腊的模式，在其音乐本身以及积极演奏音乐过程

中而形成的教育为核心主题，应从童年时期培养和训练孩子们的音乐技巧以及

进一步的提升它。该方法的基础就是民间音乐，其手段为便利阅读乐谱的相

对唱名法。同时，科达伊不仅旨在培养音乐技能，他还拟给每个孩子确保文

化上升的机会。科达伊概念中的音乐已经超越了其自身意义:它对人格发展和

一般学习成绩都有积极的影响，另外，音乐教育是弥补社会劣势的有效手段

（Barkóczi、Pléh，1977）。

过去几十年的快速技术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21世纪人类的日常生活，对生活

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数字设备的使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变得越来

越苛刻。新技术工具的广泛使用也对新时代人们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与前几代人

相比，获取信息的机会大不相同，思维方式更加不同，而且对外界环境影响的。

处理也有所不同（Prensky，2001）。教育部门也非常关注这些变化，并且在教

学测量–评级领域也出现了机械化技术。然而，科达伊的理念却很成功，同时，

该方法的某些要素可与数字技术的进步相结合，如数字学习材料的创建。

音乐的传播效果

科达伊·佐尔坦的音乐教育理念不仅传播到一般音乐培训中，同时还出现在了具

有特殊歌唱-音乐学习班的学校。1950年，第一所特殊的歌唱法-音乐学校，目

前为世界着名的科达伊学校，在凯奇凯梅特市（Kecskemét）成立。这里仍然继

续根据科达伊理念进行教育，与正常教学计划的学习班相比，孩子们参加人数更

多，每周五次的歌唱–音乐课，因此在歌唱–音乐课程的学习上进步更快。使用

直笛为歌唱课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也成为了许多学生的第一个乐器。此

外，学生可以在音乐学校的框架内学习其他乐器。

音乐教育家科考什·克拉劳（Kokas  Klára）和人类生物学家埃本·欧托

（Eiben Ottó）于1968年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上专门音乐学习班的儿童们

与处于高社会地位但非音乐学习班的同学们对比，在不同形式的观察能力方面的

表现更为突出。从1977年科达伊音乐教育方法的心理影响评估中，得出的结果如

下：按科达伊方法受到音乐教育的孩子强化了创造力（思维的流畅性，原创性，

能更好及更灵活的适应任务），智力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增加，社会地位和智

力之间的相关性被削弱（即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劣势）（Barkóczi、Pléh，1977）。 

20世纪70年代末，音乐教师洛佐·佐尔坦（Laczó  Zoltán）的纵向对照研究证

明，作为音乐教育的结果，智力的演变摆脱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定义。在这项研究

中，更好的音乐能力带来了更高的智商结果。过了4年之后，维塔尼（Vitányi）
及其同事在后续研究中在歌唱–音乐班级与正常学习班级的毕业生圈中进行了调

查。该项研究明确表明了音乐学生班的品味和更高要求的价值判断的稳定性。事

实被证明了，音乐教育对社会流动性产生了影响。原为音乐班的学生并来自较贫

困家庭的年轻人在其学习基础上，将来可以在更高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标准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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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生活。需求水平，成功导向的增加以及对社会融合的更高需求已成为年轻音

乐家的激励源泉。

心理学家，教育家梅赖伊·费伦茨（Mérei  Ferenc）对音乐学习班及正常学

习班的社会计量调查。正常班级被分成几个较小的群体作为彼此的对手，他们之

间没有相互关系。音乐班级形成了一个“软”社区，每个班级有两到三个小组，

但在这些小组中，相互帮助，支持性的态度，高水平的合作是突出的，这个班级

是个“民主”社区。所有这些可被评级为共同音乐活动的高级社会化效应。

埃尔贝特（Elbert）及其同事（1995年）报道，与一般不会演奏乐器的人相

比，音乐家的大脑负责精细运动的区域更大一些。一个人演奏乐器的时间越长，

大脑皮层重组的程度越大。用于检测音高的大脑皮层区域在音乐家则高出25％。

根据韦因贝尔盖尔（Weinberger，2000）的观点，音乐由通过执行特定任务的

大脑神经模块的特殊分配系统中起作用。由此可见，模块是多样化的，根据目标

的要求激活并且参与各个过程。他举例证明大脑复杂的相互作用，亦即通过描

述儿童演奏乐器的内部过程使感知在演奏中如何激活脑细胞及功能。具体分别

为：1. 感官，感知：听觉，听力，视觉，触觉和动作锻炼；2. 认知，象征性转

移，音乐编码系统转化为动作，通过理解乐谱并使其成为声音来演奏音乐；3. 规
划执行长期和持久的行动；4. 运动，肌肉运动，部分精细运动以及整个身体的肌

肉协调；5. 情绪化，动机分化；6. 学习过程，学习音乐歌谱；7. 通过练习增加

记忆容量；8. 通过评估自己的演奏来反思，批判，自我批判的思考。什洛乌格

（Schlaug）及其同行（1995年）的研究表明，在7岁之前开始定期练习音乐的音

乐家负责连接大脑两个半球的组织网，即所谓的脑胼胝体大小在连接额叶之处明

显增加。前额叶为运动协调，设计，决策所在地的中心，但该区域也负责塑造我

们的基本人格，动机和道德观。

音乐疗法，唱歌或打击乐器可减轻各种言语障碍，例如失语症。不同的音乐

疗法通过游戏和唱歌的活泼节奏有助于恢复大脑的有关言语，听觉，运动和情

绪的病变，此外，在音乐疗法的帮助下，可以减轻许多神经和精神疾病的症状

（Thompson、Schlaug,2015）。生化介质，即内啡肽，内源性大麻素或多巴胺在

音乐体验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听音乐，在活跃的音乐片段更会增加多巴胺在大

脑中被释放出来，它在快乐，自我奖励和自我肯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思

想的完整性和新鲜度取决于它绍莉姆普尔（Salimpoor等，2011）。在社区同时及

共同经历的内啡肽释出和喜悦感会创造一种非常强烈的依附感与归属感，以其他

方式难以达到这些情绪。一起演奏音乐是创造社会凝聚力的最古老的手段之一。

比尔豪尔茨（Bilhartz）及其研究伙伴（2000年）发现，儿童早期音乐教育

与定向技能的发展之间存在重要关系。研究员们对依据主题和结构化音乐教学

计划授课儿童的认知发育情况进行了研究。实验组的学生每周定期学习音乐，

对照组根本没有参加任何音乐课程。参加特殊音乐教育的儿童在珠记忆（Bead 
Memory）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斯坦福-比奈（Standford-Binet）智力量表

的一部分，该量表用于检查基于对空间的视觉记忆。世界歌曲地图为音乐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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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技巧的共同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在世界地图上显示出形成歌曲主题的某些

国家，城市或主要地理地点。学生还可以在教师的帮助下创建自己的民间音乐地

图，为此甚至可以使用交互式白板。

合唱转移效果的调查

科达伊·佐尔坦音乐教育概念其中一个核心要素是合唱团，这是普通演奏最自然

的方式之一。音乐教育及保存匈牙利民间音乐的重要性以及一起唱歌的想法出现

在他的著作中。根据科达伊的建议，除了学校的歌唱和音乐课程之外，孩子们应

该在合唱团中唱歌，这可以代表一个真正的社区建设力量。科达伊认为-按照英

语的例子-歌唱社区可以创造民族团结。20世纪30年代启动的合唱运动，亦即唱

歌青年与其学员相关联，在前十年内近50,000名合唱团成员参加了该运动，此传

统今日仍在继续着（Pethő,2011）。虽然目前没有就匈牙利合唱团或合唱团成

员的现有数量进行过全面调查，但此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表演艺术形式。

根据一项美国研究，来到合唱团的孩子在数学和英语方面有更好的成绩，而

且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定期参加合唱团后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有所提高﹝合唱

美国（Chorus  America，2009）。克莉夫特（Clift）与洪科克斯（Hancox）
（2012年）在其研究当中在大学生圈里关于合唱对社会，情感和健康的益处进行

了调查。本高伊（Bungay）及其伙伴（2010年）研究了一些60岁以上常在合唱

团唱歌的人的社交技巧，身心健康状况。研究结果证实，唱歌可以成为社交技能

发展的相关因素，并在保持身心健康方面也发挥作用。心理免疫涉及持有复杂的

认知单元，也为健康个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布赖达奇（Bredács）（2012
年）在他们的研究中，艺术类学生的人格特质评分值，如目标定向，乐观的生活

方式，控制感，均高于普通学生对照组的。在一些国家，如英国，合唱被用作减 

少冒险行为的预防手段（Morrison、Clift，2012）。克劳伊茨（Kreutz等,2004） 

对参加业余混声合唱团里调查了团员歌手的情绪及身体状况并发现，积极合唱

对情绪状态和免疫系统有积极影响。根据几项研究，粘膜中的免疫球蛋白水平

与被动聆听的情况相比高得多。粘膜是抵御细菌和病毒感染的第一道主要防线

（Chanda、Levitin，2013）。

功能性音乐素养

书面语言是个相对较新的文化成就，大约在5000年前出现，但直到最近几个世

纪，只有地球上一小部分人口处于特权地位的人才能了解它。近90％的儿童可以

学习字母和非字母拼写形式，学会流利地阅读和书写（Csapó、Csépe，2012）。

传统上，音乐素养，读写能力或音乐素养被定义为获得的音乐知识以及将音乐歌

词理解为歌唱或乐器音乐（阅读/演唱）以及将声音解码为符号（乐谱写作/写

作）的能力。乐谱阅读和写作技巧是综合音乐和表演能力的必要前提。像阅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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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认乐谱也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过程。阅读音乐的能力是由若干的相互关

联，相互依存的技能和能力构成的体系，像掌握阅读能力一样，其关键阶段是上

小学的第一个时期。学习阅读乐谱意味着学习，使用和完善相互密切相关的活

动，能力和策略，以及将其融合为一，直到成年时期为止我们都可以发展它们

（Schnotz、Molnár，2012）。

约根森（Jorgensen）（1981年）定义了功能性音乐素养这一术语，实质上它

意味着允许学生演奏音乐作品的最低程度的音乐能力。功能性读写能力可以被视

为一种文化适应过程，在其当中设计与学校文化有关的课程计划观点时会考虑

到使它们相似于文化事件，活动以及使其处于栩栩如生的背景下用于特殊目的的

真实文本类型，强调社交互动及基于合作的意义性构建。基于科达伊方法的音乐

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通过个人或团体（合唱团，室内乐团或管弦乐队）行动

来发展功能性音乐素养。功能性音乐素养的第一步是对声音和节奏模式，音乐符

号，音乐词汇（特定音乐日常用语，插图，符号，引语）的创建和发展﹝埃斯泰

尔（Ester，2010）。在匈牙利音乐教育系统中，器乐教育的前提条件是至少用

一年以唱歌为基础的音乐教育，音乐筹备，其中包括视唱练耳技巧的发展以及阅

读音乐的基础知识。得益于科达伊·佐尔坦创作的乐谱阅读练习，可以从初级开

始直到专业级的发展能力，此外，科达伊认为，在其帮助下，任何人都可以学会

读写音乐。

莱曼（Lehmann）和麦克阿瑟（McArthur）（2002年）将认乐谱描述为一个

涉及许多个技能的过程，其中一个是识别音乐模式的能力以及将模式分配给学习

词汇和音乐风格的能力。对关键音乐概念和符号的了解提高对音乐理解的准确性

和速度﹝戈登（Gordon，2004）。到七岁时，与成人业余音乐家相比，儿童几

乎可以掌握和复制更复杂的节奏模式。阅读音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组成

过程，在其当中音乐词汇，各音乐模式被组织并存储在记忆中。由科达伊理念

的一些元素所支持的观点是，学乐器的学生的音乐教育应当基于声乐并且必须

始于节奏和旋律音乐模式，及音乐词汇的建立。尽管许多研究都关注阅读策略

的重要性，但在认乐谱方面给予的关注还是不足。教学阅读策略是音乐教师的

任务，在其帮助下学生将会成为成功的乐谱读者。阅读理解水平和词汇量的发

展程度密切相关，在读乐谱领域也是如此。根据舒嫰（Schoonen）和韦尔哈伦

（Verhallen）（1998年）的看法，理解文本意义的条件是读者至少认识文本中

95％的单词。

在此背景下，音乐词汇基本上决定了阅读理解力，因为尽管学生具备完美地

阅读技巧，如果不认识音乐元素的含义，就无法理解它们。因此，阅读音乐的成

功不仅取决于读者，还取决于被阅读的文本。结构良好以及拆分为适当部分的文

本可以很好地帮助阅读过程。根据我们的调查，由科达伊编写的阅读练习对学生

而言为最高效并易于接受与理解的方法。体验到音乐结构的逻辑后读者可以更容

易与顺利地阅读它，因为预测的文本结构，长度，内容和形式统一使他们更容易

读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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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伊·佐尔坦读乐谱的练习方法

科达伊·佐尔坦认为，一个民族从自己的传统，遗产及文化可以最好地了解及热

爱音乐。他的大多数教学作品都受到民歌的启发，因为许多最重要的音乐现象

最容易从民间音乐中获得﹝多布绍伊（Dobszay，1991）。在匈牙利的音乐教育

中，唱歌–音乐，唱名法，民间音乐和歌唱课程的教材以科达伊的作品为基础，

它不仅可以发展读写乐谱，内部听觉，音乐记忆和语调能力，还给学生们带来真

正的音乐欣喜，将他们引入到共同的演奏音乐，室内乐。在音乐课上，除了教学

作品外，还可以教授由科达伊收集的民间歌曲，合唱作品。

科达伊·佐尔坦不仅收集了匈牙利的民谣，还从事血亲族裔国家民间音乐的收

集工作。该工作的成绩之一为《五声音乐》的四卷，共包括440个五声旋律。这

些练习不包含文字内容，所有四本小册子都是口袋形的，因此-根据科达伊的意

图-学生可以轻松地随身携带到室外。其中三册是由民歌形成的，在标题为《100
首小曲》的小册子中仅包含科达伊自己的作品，一般还给小学生们制作木琴。

科达伊标题为Bicinia  Hungarica的歌曲集用于双声部唱歌的入门。前三卷展示

了以匈牙利民歌复调改编，此外，在第三卷中可找到匈牙利历史歌曲。依据科达伊

用于介绍血亲族裔音乐的原则，第四卷包括57首源于切列米斯族以及3首源于芬兰

族的民谣改编。Bicinia  Hungarica代表一种独立的风格并展示五声复调。其风格特

征是旋律在两种声音之间被分配。与小学的目标相关，科达伊指出了16世纪声乐复

调，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和文艺复兴同时代人的艺术。据他说，学生至少被引入

到该合唱艺术的门槛，教师的工作就视为高效的﹝多布绍伊（Dobszay，1991）。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达伊的双音和三音音乐练习被发布在几个丛书中，

其标题为：《77，66，55，44，33，和22个两声部声乐练习》和包含着29个三

音声乐练习的Tricinia。它使处理更加多样化，并且由于旋律的美妙，让孩子们

在例如使用直笛和小提琴奏乐时感到很大的乐趣。

作品有助于加深音乐学习者的技能《隽语》（Epigrammák）科达伊在引言中

写道：“可用任何弦乐器或管乐器演奏乐曲… 做得最好的是，以伴奏歌曲用于

认乐谱练习的人。”歌唱–音乐教育的核心课程计划建议应使用科达伊·佐尔坦

标题性的为《儿童和女子合唱团》，以及《混合合唱团的作品》。单声部合唱团

作品包含许多简单的双音和三音合唱作品，是值得使用的，因为它们可以开发记

忆力，双音听力，室内音乐或语调等功能。

音乐教育中的数字设备，数字素养

由技术支持的教育，数字学习材料，开放式学习环境对使用传统教学方法的教师

会带来一些挑战。各种数字设备可以补充传统音乐教学方法的使用。到20世纪上

半叶，知识转移，知识利用和知识获取方面最重要的人类技能是阅读和识字。电

影，广播，电视，电话以及后来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存储，分发和使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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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环境。由奇尔斯泰尔（Gilster，1997）推出的数字素养的概念涵盖一种广泛

的现象，其连接不同以学问或认字词（词组）来标志的概念并且包括信息素养和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有效利用（Bawden，2008）。

科达伊的方法是否能够应对21世纪的挑战，也是个疑问。当然，如果我们将

此方法与数字世界及学生的期望和需求结合起来就能应对挑战。目前，大多数匈

牙利人的歌唱-音乐或唱名法教科书系列–都建立在科达伊理念的基础上–配有

数字音乐听力附件。数字教科书使交互式内容，主题工具和游戏更加有趣，由此

学习材料更容易被接受。由动画，演示及插图选项协助教师的工作，主要用于交

互式白板上的演示。

音乐教育中由电脑辅助的测量评估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为更新教育提供新的机会，其中包括教学测量评估的过

程。在这方面，美国领先于欧洲，在线计算机测试如此广泛，并应用于从事编写

在线任务，创建和开发各种测试软件的行业。在欧洲，卢森堡正处于领先地位，

从纸笔测试过渡到基于计算机的测试，甚至推动了国家在线测量系统。该系统的

当前版本能够同时测试整个群体，然后自动向教师提供有关测试结果的反馈。

网络一代与以前的学生群体有不同的习惯，因此在教育领域的研究我们在以

技术为基础的手段，方法及程序的帮助下进行学生音乐技巧测试。认乐谱能力的

开发为歌唱–音乐以及唱名法教学的核心任务之一，因此，我们以横向实证研究

的目的是调查和测量9-14岁音乐学校学生认乐谱的技巧。我们在寻找以下问题的

答案：1. 是否有可能在学校环境中在线测量认乐谱技巧？2. 9-14岁学生的认乐谱

能力如何发展？3. 定向技巧是否与学生认乐谱技巧相关？4. 性别和其他背景变量

对阅读音乐有何影响？

在该研究中，我们根据科达伊·佐尔坦的音乐教学概念研究了204名学生的阅

读技巧。在音乐测试的设计中，在小学以及特殊音乐学校高中生中我们的最终目

的是读乐谱，音乐文本理解在学科（专业）维度上的评估（表1、）。

表1、研究抽样

年级 N 男孩（%） 女孩（%）
4. 41 21 78

5. 40 35 65

6. 43 40 60

7. 38 47 53

8. 42 62 38

共计 204 41 59

来源：自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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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我们进行了有关在音乐元素中的节奏和旋律元素，动态和节奏的标

志，音乐形式的显性知识进行了调查。认乐谱技巧的不同领域由如下几种部分测

试覆盖：节奏阅读（包括简单和对称的复合节拍和节奏值），旋律阅读（包括各

种音符系统，旋律元素，如声音识别，音阶，三和弦音，音乐符号）。我们还在

测试中将配有录音的旋律和节奏任务结合在一起。此外还编写了用于阅读音调，

音乐标志和概念以及各种音符系统（例如，字母乐谱和手势信号）的练习任务。

在线测试得到了三维定向技能测试的补充，以测量学生的定向技能，因为我们认

为与认乐谱能力相关联。

数据是在电子诊断测量系统（eDia）被记录的，与纸质测量相比其优点是，

使用图像，声音，动画，视频和各种相应形式（选择，点击，颜色，移动，重新

排列）着色的课题使任务更加可行和愉快。

该测试符合各年级的发展水平。9-14岁儿童在认乐谱测试中的平均表现为

73％，标准差为12.35。在连续年级间我们没有发现显著差异，然而，完整测

试中的四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的成绩差别很大，因此，阅读音乐的能力每隔

两年继续发展。在测量定向技巧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发现各年级之间的显著差

异。57.91％的学生能够正确解决有关定向的任务（表2、）。

表2、认乐谱和定向测试结果（%p）

测试 年级 平均% 标准差 F p

认乐谱测试

4. 60.29 9.029

18.521
<0.001

5. 74.60 14.137

6. 72.79 11.464

7. 76.46 11.678

8. 81.13 11.397

定向测试

4. 43.09 33.537

5.038 0.001

5. 53.15 33.757

6. 55.04 30.762

7. 65.79 28.462

8. 69.84 24.206

来源：自行编辑

学生在阅读节奏阅读和阅读旋律领域表现最佳，同时在阅读音乐符号和音乐

视唱练耳能力方面的部分测试结果较差（图2、）。90％的学生认出了不同的音

乐键。在节奏阅读测量中，94％的学生确定了同步节奏，80％的学生正确回答

了关于拍速的问题。在所有年级中，在测试音乐听力能力成绩最好的部分是区

分混合合唱团类型。对管弦乐类型的认识在四年级为最成功，与此同时，学生

们很难区分某些乐器的声音。只有61%的学生能正确地标记渐弱的标志（渐弱 
decrescendo）。学生在认唱名法手征测试任务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84％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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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道正确的答案，这意味着在前四个学年，他们成功地掌握了科达伊方法的典

型手段，即唱名法手征。

空间和方向测试的结果有助于展示学生的空间能力如何与他们的音乐能力相

关。正如我们所假设的，学生认乐谱测试的结果和所有部分检查的结果与定向技

能的结果显著相关（p<0.001）。

通过背景调查问卷，我们能够检查认乐谱和一些背景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我

们的研究中，学生对功能性音乐素养领域的合唱或独奏表现的积极态度与在认乐

谱测试中取得的成绩之间存在相关性。我们发现测试所取得的成绩与学生在声乐

科目各领域的积极态度之间存在联系；喜爱节奏阅读（r = 0.286，p<0.01），唱

歌（r = 0.371，p<0.01）并听音乐（r = 0.245，p<0.01）间。

在研究中，父母的教育程度与考查成绩之间没有相关性，结果证实，认乐

谱成绩与社会经济背景变量无关。在认乐谱能力上没有，但在定向技能领域上

存在男女学生之间的显著差异，男孩表现明显优于女孩（p<0.05）。学生在语

法，文学，英语，数学，生物学和历史方面的成绩以及行为与勤奋特征及表现

与在认乐谱考查中的得分相关。因此，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先前音乐教学研究的

结果。

总结

实践经验和科学研究证实，音乐和音乐培养均为人格均衡发展的重要工具。由音

乐发展的技能对个人的社交，情感丰富和整体学习表现能产生积极影响。由于积

极的音乐教育，音乐能力的发展可以加速。科达伊一生的工作这对于音乐教学尤

为重要，因为它为音乐教师提供了仍然可以成功用于音乐教育的优秀工具。国际

上对科达伊概念和教学作品的广泛认可和使用也证明了这一点。

本时代的学生与之前几代学生根本不同，因为他们生活与数字世界显著交

织，然而，信息通信技术工具和方法只能与传统的教学方法共同使用才能有效。

在歌唱–音乐课堂上适当和按比例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会加深学生的音乐知

识，与音乐技巧同时其数字（有时外文）能力也加强，这可能会增加学生未来劳

动力市场上的机会。

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有效地帮助音乐教育并于提供诊断反馈的教学评估也能

产生直接的关系。我们的在线诊断研究的结果是关于我国4-8年级学生如何识乐

谱组成部分，如何会认乐谱的情况提供信息并强调了音乐和定向能力之间的密

切关系。在线界面可用于将认乐谱测试扩展到几个国家，从而支持测试结果的

推广。

最后，尽可能彻底了解学生以及网络一代是非常重要的，以便作为教师帮助

他们开发音乐兴趣并使其演奏乐器或从事音乐-结合数字技术成果–给他们提供

更完整及更快乐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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